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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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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质量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经济体的关键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沿海地区正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国家制造业中心、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前沿地带、开放

型经济建设的排头兵、绿色发展的示范窗口，具备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将有效带动内陆地

区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正轨，形成对整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

局。结合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特征，本文从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

放、绿色发展五方面入手，重点探究沿海地区整体以及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在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分析其背后的现实原因，为设计具有针对性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价值参

考。新时代背景下，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产业升级战略、自主创新战略、对外开放战略、生态文明战略并济，遵循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激发创新活力、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等路径，协同

推进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巩固沿海地区的引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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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但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外形势不断变化，内部面临下行压力，外部环境复
杂严峻，依靠要素与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的弊病日益暴露，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中共

“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助力发展动能转换，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保驾护航。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指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战略目标。
1.1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进展

作为学界很早就在使用的概念，高质量发展于2017年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被
赋予了理论研究与政策指引的双重科学价值。在现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指通过增强社会
经济综合竞争力、注重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永续发
展模式[1-3]。早期研究对发展质量并不重视，学者们多将视线集中于经济增长。然而，随
着以GDP为导向的传统模式的问题不断显现，部分学者的关注焦点发生转变，开始对发
展质量进行测度。受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影响，一些文献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研究高质量
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4-6]。但是，单一指标无法揭示质量的多维特征，因此构造指标评价
体系成为当前最为主流的方法。众多学者从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
放、绿色发展等方面入手，选取若干指标，力求全方位展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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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在测度国家、省份、城市发展质量的同时，响应中央重大战略诉求，围绕
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展开了丰富探讨。简新华等[7]立足整体，全方位揭示了国民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总体特征，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作为保障中国经济质
与量良性互动的引航标。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研究对象具化为省份与城市，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实现路径。刘建国等[4]在测度中国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发现高资
本投入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技术效率与投资效率尚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指出调整产业结构、引导生产力梯度转移、扩大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与
钞小静等[8]、魏敏等[9]的研究相呼应。刘浩等[5]进一步细化了研究的空间尺度，系统分析
了中国县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强调完善城际经济合作网络、扶持科技创新型
产业、积蓄人力资本、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的现实必要性。受此启发，李汝资等[6]将视线聚
焦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不利于发展质量的持续改
进，将密切区域联动、明确主体功能、严格环境治理作为推动人地和谐的主要途径。

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各类路径的协同配合。鉴于此，陆大道[10]立
足全局，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定位为高质量发展的三维目标，明确了
建成经济强国与和谐社会的主攻点。高培勇等[11]将这一问题升华至理论层，形成了集社
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于一体的框架，为打造高质量经济体
指明方向。
1.2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

高质量发展并非空谈，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使命所在。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40多年来，中国
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在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利润、收入成为经济活动参与者
的追求，社会价值观存在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3]。在中国摘下生产力落后的帽子后，高速
增长过程中蓄积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愈发明显，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明单纯的“物质文化需要”已
经无法满足人民诉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延伸至产业兴旺、科技创新、对外开
放、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发力点[12]。

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是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当前，
中国正处在增速下行、结构调整、政策消化的转型阵痛期，传统增长模式下产业实力不
足、科技成果转化困难、对外开放不确定性加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病症突出，
这就要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重组产业体系、维系可持续增长等途径，完成中国经
济的本真复兴[3]。在此背景下，高质量发展被推向时代最前沿，为新常态下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具体包括[11, 13]：① 经济运行在中高速增长的合理区
间，居民收入接近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② 实体经济壮大，产业实力稳步加强，以技术
革新为引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优化；③ 创新型国家建设稳步推进，创新企业核心竞
争力突出，创新活动的正外部性逐步释放；④ 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向纵
深迈进；⑤ 循环生产模式、绿色生活方式普及，生态文明制度走向健全。上述战略目标
涉及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多方面内容，充分彰显了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多维特征，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

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与逻辑主线并不孤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社会主要
矛盾转变将诱发资源配置方式优化，继而引致产业体系重组与增长阶段进阶，最终驱动
社会主要矛盾向更高阶转化。为构建“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
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闭环，就必须融合工具理性与人类价值目标，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大限度改善经济状态的基本质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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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科学问题属性

中国背倚亚欧大陆、面朝太平洋，拥有960余万km2的广袤国土，造就了迥异的自然

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多种可供遵循的路径选择，有效避免了因高

度依赖单一发展路径所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形成对整个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坚实

支撑[14]。也就是说，中国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地区的共同繁荣，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相互补充，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构建。作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

拥有长达约1.8万km的漫长海岸线，沿海地区①面积多达130余万km2，为国家的建设与

改革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详细论述

了沿海与内陆的关系，提出要通过沿海工业基地建设带动内陆工业发展。1978年改革开

放之初，中国政府为尽快改变落后局面，开创性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

下，沿海地区依托约占全国15%的国土面积，形成了独有的竞争优势，成为国民经济的

战略重心。中共“十九大”以来，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沿海地区崭新的历史任务：只有明

确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状、特征、突出问题、总体思路、实现路径，才能确保沿海

地区率先完成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目标，以便更好地支援内陆，最终促进整个国家的高质

量发展，勾勒出一幅壮阔的新时代“两步走”蓝图。综上，剖析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可以有效揭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具备科学问题的根本属性。

2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特征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发挥沿海地区的引领作用是一项历史性课题，

对重构沿海与内陆的发展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随着国家战

略重心重新由内陆转向沿海，沿海地区蓄积了内陆地区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能够率先

满足新常态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融通了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与逻辑主线。

2.1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在高质量发展时代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作为改革开放的发

源地，沿海地区已成为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中坚力量。

作为经济增长的先导区域，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大，GDP已由1978年的1819.44亿元

攀升至2018年的526663.70亿元，同内陆地区的GDP之比由1978年的1.10∶1变化为2018

年的1.36∶1（图1）。沿海地区经济总量扩张离不开经济中高速增长。在宏观经济增速趋

缓的大背景下，沿海地区GDP增速保持在 7%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依然保持了强

劲的增长态势，为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人均

GDP的世界排名常年徘徊在80位左右，个体从中获得的红利有限，成为制约发展质量提

高的障碍。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只有 382.17元，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0。为此，中央政府将沿海地区作为突破口，探索出一条“让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先

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沿海地区人均GDP已由1978年的462.60元

逐年增长至2018年的83550.99元，远高于内陆地区的292.51元、50646.55元，已步入中

高收入或高收入阶段，同中等发达经济体相当（图1）。

① 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香港、澳门、海南、广西。由于香港、

澳门、台湾部分数据缺失、统计口径不一致，暂不纳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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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引擎：国家制造业中心
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壮大高端制造业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力高质

量发展的不二法门。从国际上看，全球制造业中心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了“欧美—
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转移。纵观上述转移趋势，以美国波士
华地区、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欧洲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三角地区、日本“三湾一
海”为代表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均无一例外地布局在沿海地区。从国内来看，自1978年
改革开放起，沿海地区就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重心，在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同时，
内陆制造业也纷纷向沿海集中，沿海地区国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进入21世纪，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面临瓶颈，沿海地区的
传统制造业部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① 适时引导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沿着“南下”“西进”与“北上”的轨迹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转移[15]；② 以
技术革新为先导，大力推进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地转型，而非
一味地转出，通过自动化生产削弱劳动力成本约束。在革新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发展高
端制造业已成为沿海地区夯实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法宝，对优化全要素生产率、完成由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高质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沿海地区依靠强大的科
技创新实力，努力培育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业，为加速高质量发展奠定产业基石。统计
发现，沿海地区高端制造业销售产值已由 2012 年的 226820.20 亿元攀升至 2016 年的
297535.97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7.02%，平均为内陆地区的2.40倍，充分说明沿海地区
制造业在技术更迭的浪潮中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图2）。
2.3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前沿地带

创新驱动是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必由之路。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
置”，提出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愿景。中国科学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区域
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沿海地区创新能力居于全国前列，已经步入创新指引高质量
发展的新时代。为持续降低知识、技术、信息等优质要素在各创新主体间的流动成本，
国家以沿海地区为龙头，加快创新高地建设，最大限度推动创新资源共享[17]。1988年在
科技部“火炬计划”的牵头带动下，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使命的创新试验区项目正式上
马。截至 2018年底，沿海地区已获批设立 21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81个国家级高
新区、73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分别占到全国的52.38%、48.21%、62.93%，科技创新的
规模效应与外溢效应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走向完善的创新平台是引导创新要素在沿海

图1 1978—2018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GDP与人均GDP
Fig. 1 GDP and per capita GDP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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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高度集聚的有力支撑，2018年沿海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额、R&D人
员总数已分别占到全国的70.60%、67.52%。

凭借充足的创新要素投入、完备的创新活动平台，沿海地区取得了丰硕的创新成
果。沿海地区专利申请数、授权数分别从1987年的1.29万件、0.39万件提高至2018年的
290.85万件、168.62万件，平均为内陆地区的 2.64倍、2.91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创
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智力支持[18] （图3）。

2.4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契机：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排头兵
高质量发展同对外开放层次密不可分。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中国同世界各

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构建开放型经济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与内陆相比，沿海地区不仅具备海陆联运的区位优势，还面向广阔的国际市场，发

展开放型经济的条件得天独厚。1980年中央开始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地试办经
济特区，将其作为撬动中国对外开放大门的支点。为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国家于1984
年设立了包括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北海等在内的14座沿海开放城市，环渤海、长
三角、闽东南、珠三角四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趋于形成，以加工贸易为典型特征的外向型
经济获得飞速发展。1990年中央政府将浦东的开发与开放确立为国家战略，处于海岸线
中点的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的后起之秀。伴随沿海开放战略的贯彻落实，沿海经济开放区
逐渐连接成片，形成一条以上海为中心，以京津、广深为南北两翼的高质量沿海经济开
放地带。为响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沿海地区先行先试，率先开展自由贸易区政策
实践，在综合保税区内建成了一批进出口商品交易中心，在加大技术密集型产品跨国贸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78—1986年的专利申请数与专利授权数。

图3 1987—2018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专利申请数与专利授权数
Fig. 3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licenses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in China from 1987 to 2018

注：高端制造业界定方法参考高丽娜等[16]；2011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发生调整，

加之2017—2018年数据缺失，故分析2012—2016年高端制造业的销售产值。

图2 2012—2016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高端制造业销售产值
Fig. 2 Sales output value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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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力度的同时，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使得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迈入新
层次。

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的要素之一，进出口贸易总额能够客观衡量经济体对外开放的程
度。统计表明，沿海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从 1985 年的 638.20 亿美元升至 2018 年的
39548.06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13.32%，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始终维持在
85%以上（图4）。

沿海地区在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顺利完成了由外
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在“引进来”方面，作为外商投资的微观细胞，
2018年沿海地区拥有49.94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全国82.51%的外商投资总额。在

“走出去”方面，近年来沿海地区同其他国家深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在 2018 年实现
395.81亿美元的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占全国总量的63.30%，正成长为新时代塑造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主心骨。
2.5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屏障：绿色发展的示范窗口

绿色高效是人与自然共生的不二法门。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人地关系和谐是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两大系统高质量发展的可靠保障，其关键在于遵循以循环生产、绿
色生活为核心的发展道路。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为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沿海地区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
的主力军。历经20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沿海地区虽然在经济增长、产业
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但随着沿海地区社会公众对优质生
态环境的支付意愿稳步提升，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为典型特征的“黑猫模式”愈
发难以为继，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威胁[19]。进入21世纪，为解决
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中出现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沿海地区在稳步增
进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响应国家主体功能区
建设的号召，统筹循环生产模式、绿色生活方式，维系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成为绿色
发展的示范窗口。

在循环生产模式、绿色生活方式的驱动下，沿海地区“三废”得到有效控制：① 单
位产出废水排放量由2000年的38.56 t/万元下降至2017年的7.80 t/万元；② 单位产出SO2

排放量从 2005年的 87.29 t/亿元减少到 2017年的 6.18 t/亿元，单位产出烟粉尘排放量由
2000年的 148.42 t/亿元下降至 2017年的 6.63 t/亿元；③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从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78—1984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图4 1985—2018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
Fig. 4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8

282



2期 孙久文 等：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2000年的 5797.26 t/亿元减少到 2017年的 2513.41 t/亿元。进一步对比可知，沿海地区各
类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产生量均明显低于内陆地区，扮演了绿色高质量发展先行者的角色
（表1）。

3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持续的经济增长、强劲的产业实力、雄厚的创新能力、立体化的对外开放、集约化
的绿色发展共同构成了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特征。然而，沿海地区在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也存在突出问题，具体反映在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色

发展五方面。沿海地区面积广大，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②的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基

础各异，面临的问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下文将立足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与逻辑主
线，兼顾一般性与特殊性，详细分析 2012年迈入新时代以来沿海地区整体以及沿海北
部、中部、南部地区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重点探究背后的原因，确
保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思路设计与路径构想不失针对性，最大限度满足新常态下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1 经济增长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成为国家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主要
目标之一。自 2012年起，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GDP的贡献率均保持在 10%以
上，且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共同为经济持续运行于合理区间提供了可靠保障。
然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却存在明显的分流现象：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GDP分
别由 2012年的 13.22万亿元、10.89万亿元、9.27万亿元提升至 2018年的 18.69万亿元、
18.15万亿元、15.83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依次达到 5.94%、8.88%、9.33% （图 5），经济
增长的失调问题突出。虽然沿海北部地区凭借更广大的地域占据了总量上的绝对优势地
位，但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与沿海北部地区GDP的差距呈缩
小态势。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伴随进入动能转换的高质量发展时
期，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充分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政策窗口期，加快培育京津雄、沪宁杭、粤港澳三大核心增长极，促使沿海北

② 沿海北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沿海中部地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沿海南部地区包括福建、广东、

海南、广西。由于香港、澳门、台湾数据缺失、统计口径不一致，暂不纳入研究范围。

表1 2000—2017年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
Tab. 1 Emissions(production) of pollutants per unit of output in coastal areas and hinterland areas from 2000 to 2017

类型

废水

废气

废渣

指标

单位产出废水排放量
(t/万元)

单位产出SO2排放量
(t/亿元)

单位产出烟粉尘
排放量(t/亿元)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
产生量(t/亿元)

地区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2000

38.56

48.77

缺数据

缺数据

148.42

325.58

5797.26

12195.35

2005

24.95

28.53

87.29

193.04

59.29

178.38

4779.47

9899.05

2010

13.96

14.36

33.16

74.74

17.46

46.55

3972.08

7777.19

2015

9.76

10.75

16.43

38.51

14.29

30.89

2984.29

6644.47

2016

8.79

9.56

9.34

20.71

9.82

17.24

2564.73

5878.95

2017

7.80

8.89

6.18

16.02

6.63

13.19

2513.41

5834.07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1978—1999年及2018年的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数据缺

失严重，故考察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表3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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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部、南部地区的GDP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20]。与GDP的情况不同，沿海中部地
区的人均GDP明显高于北部与南部地区，相对差距由 2012年的 1.30倍、1.48倍增加至
2018年的 1.54倍、1.50倍，且存在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图 5）。进一步细化空间尺度来
看，沿海北部地区的黑龙岗、鲁西，沿海中部地区的苏北、浙西，沿海南部地区的粤北、
桂北、闽西相对落后，成为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洼地”，拉低了所在地区的人均GDP。
3.2 产业实力

伴随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遭遇挑战。为此，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围绕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加快制
造强国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略，以更强大的产业实力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沿海地区产业实力的增强依赖于各产业门类的高质量升级。总体上讲，沿海地区将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主攻方向，但产业高级化程度同发达经济体仍存在明显差距，
成为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威胁。分区域而言，沿海北部、南部地区产业实力的提升
空间更大：从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绝对数值来看，沿海北部、南部地区2018年的第一
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沿海中部地区2012年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图6）；从三次产业增
加值占比的相对变动趋势来看，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在 2014
年、2015年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比沿海中部地区晚了 1年、2年（图 6）。然而，
沿海三地区的产业高级化程度均大致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强化产
业实力时不我待。

图5 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GDP与人均GDP
Fig. 5 GDP and per capita GDP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图6 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
Fig. 6 Proportion of added value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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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沿海地区在壮大现代服务业的同时，响应国家构筑制

造强国的号召，引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梯度转移、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地改

造、扶持高端制造业并行，为增进全要素生产率保驾护航。按照这一思路，国家统筹产

业梯度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在沿海北部地区建成了以京津唐为轴心的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园，在沿海中部地区打造了以苏锡常、杭绍甬为核心的先进装备产业集群，在

沿海南部地区形成了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的智能制造应用示范区，在广大内陆地区培

育了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沿海地区日渐成为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先导[21]。进一步

比较发现，长三角高端制造业中心横跨江浙沪三省市，而京津唐、粤港澳高端制造业中

心仅局限于特定空间范围内，中心以外的其他区域传统制造业所占份额依然偏高，削弱

了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制约，同发达经济

体间的差距更为明显。统计表明，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高端制造业销售产值分别

从 2012 年的 73179.35 亿元、95391.74 亿元、58249.11 亿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88860.75 亿

元、122026.36亿元、86648.86亿元，相比于沿海中部地区，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要完成

制造业高质量转型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随着社会劳动分工日益专业化，产业跨界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制造业呈现出明显的

服务化倾向，以现代服务业为抓手助力高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22]。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缩小沿海地区

同发达经济体产业实力差距的车之双轮，对于沿海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改进具有战

略意义。

3.3 创新能力

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创新是经济体更高质量、更具效率、更加公平发展的不竭

动力。但是，相比于沿海中部地区，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偏弱：从专利申请

数来看，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专利申请数依次由2012年的32.63万件、80.47万

件、28.77万件增加至 2018年的 69.13万件、120.61万件、101.11万件，沿海中部地区专

利申请绝对数最高，但沿海南部地区专利申请数上升速度最快，在2016年成功反超沿海

北部地区（图7）；从专利授权数来看，专利授权数由多到少依次为沿海中部、南部、北

部地区，同专利申请数的时空变化轨迹大体一致（图7）。通过对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的

比较发现，沿海北部、南部地区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是沿海地区进军创新型国家前沿地

带征程中必须克服的短板。

图7 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专利申请数与专利授权数
Fig. 7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license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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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北部、南部地区创新能力不够强劲主要源于创新要素投入、创新平台建设两方
面因素[14]。作为专利研发活动的资金来源，企业创新资本投入是造成地区间创新能力差
异的直接原因。统计表明，沿海中部地区 2012—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
出总额平均为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1.20倍、1.40倍，同期R&D人员总数也达到沿海北
部、南部地区的1.49倍、1.38倍。沿海中部地区创新要素丰裕程度最高，为培育创新企
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与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的情况相吻合。创新活动
的顺利开展还离不开创新示范区的协同配合。2018年沿海中部地区拥有4个国家级自主
创新示范区、28个国家级高新区、34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仅江苏三类创新试验区的数
量就分别达到1个、18个、15个，更能促进创新成果的高质量转化。虽然沿海北部、南
部地区同样拥有创新示范区，但却主要集中于京津雄、粤港澳一带，并未形成全域联动
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创新要素的集聚外部性远不如沿海中部地区。
3.4 对外开放

深化对外开放是高质量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途径。2012年以来，在全球经济
缓慢复苏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呈现上升—
下降—上升的变化轨迹。然而，沿海三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扩张并不明显，高质量对
外开放道阻且长。更具体地，沿海中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绝对数量上具备一定的优
势，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相对滞后：沿海南部地区2014—201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出现了
两连降，到 2018年才基本恢复至 2014年的水平；与沿海南部地区类似，沿海北部地区
2014年以来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显著下滑，到2018年仍低于2014年的规模（图8）。

为化解进出口贸易中蓄积的系统性风险、稳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沿海自由贸易
区试点正式拉开帷幕。沿海中部地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的交通区位优势，于
2013年9月在上海获批设立了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区，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高级化增进了
外贸竞争优势[23]，使得进出口贸易总额自 2017年起出现了明显回弹，显著高于沿海北
部、南部地区。2015年起，沿海北部、中部、南部的其他省（区/市）纷纷效仿，广东、
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北京分5批次获批设立自
由贸易区。总体上看，沿海中部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起步早、试点范围广阔，高附加值
产品的跨国贸易力度更大，因而进出口贸易总额高于沿海北部、南部地区。

作为扩大对外开放的特殊功能区，自由贸易区在以优惠政策助力高质量进出口贸易
往来的同时，将加速投资自由化进程纳入制度框架[24]。2013年中央率先在上海自由贸易
区进行负面清单政策实践，在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降低了外资准入门槛，使得沿海中
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一直领先于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表2）。为进一步发挥外资对高质

图8 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
Fig. 8 Import and export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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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国务院于2015年设计了适用于上海、天津、福建、广东四大自由贸
易区的负面清单制度，条款数由2013年的190项下调至2015年的122项。受此驱动，拥
有2个自由贸易试点省份的沿海南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也随之迅速上扬，同沿海中部地
区的差距持续缩小。沿海北部地区虽然拥有天津自由贸易区，但试点范围有限，外商投
资引入不足。为适应沿海自由贸易区试点范围的扩大，中央自2018年起在全国实行统一
化的负面清单规则，条款数也简化至40项。得益于此，依托于福建、广东与海南自由贸
易区的沿海南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呈井喷式增长，到 2018年已和沿海中部地区基本持
平。相比之下，沿海北部地区自由贸易区试点推进偏慢，外商投资总额增长相对迟滞，
需作为沿海地区加快高质量对外开放征程中的关注焦点（表2）。在积极引进外商投资的
同时，沿海地区通过广泛开展到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政策实践，将“引进来”与

“走出去”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协同带动高质量发展。统计发现，2012—2018年沿海
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对外投资总额均呈增长态势。然而，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
影响，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自2016年起出现了较大波动，开
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挑战（表2）。

3.5 绿色发展
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绿色发展是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重要途

径。为形成生产空间高效集约、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美丽中国，社
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沿海地区已成长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急先锋。

自 2012年起，沿海地区单位产出的生产生活“三废”排放量与产生量均呈减少态
势，成功实现经济活动生态化。但是，沿海北部地区绿色发展情况欠佳：沿海北部地区
单位产出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最多，其中SO2排放量依
次为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2.12倍、1.96倍，烟粉尘排放量分别是沿海中部、南部地区
的 2.95 倍、2.45 倍，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依次为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 4.45 倍、3.33 倍
（表 3）。综上，沿海北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是整个沿海地区绿色发展道路上
的突出障碍，最具代表性的要属2015年前后京津冀地区严重的雾霾天气。

沿海地区向绿色发展模式的高质量进阶离不开循环生产模式、绿色生活方式的指
导。为协调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沿海中部地区响应打造主体功能区的国家
号召，持续深化江浙沪三省市合作，调动社会公众力量，积极构建长三角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形成了统一的区域生态环境与污染源监控平台。沿海中部地区在严格执行生
态红线管控制度的基础上，于2018年完成了环保准入标准的全行业覆盖，力推循环生产

表2 2012—2018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引进来”与“走出去”
Tab. 2 "Bring in" and "go out"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8

类别

引进来

走出去

指标

外商投资总额
(亿美元)

对外投资总额
(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
营业额(亿美元)

地区

沿海北部

沿海中部

沿海南部

沿海北部

沿海中部

沿海南部

沿海北部

沿海中部

沿海南部

2012

6609

12566

6826

310.03

303.32

161.65

188.25

169.92

174.56

2013

7187

13647

7280

436.27

399.95

205.43

217.07

197.48

243.48

2014

8050

15115

8006

712.11

564.68

249.35

233.10

205.32

140.05

2015

10619

17352

9147

940.91

1033.41

340.45

245.20

224.03

217.44

2016

11999

19340

11276

1436.46

1516.83

496.35

240.77

224.40

199.62

2017

14571

21375

21552

1605.26

2507.16

627.09

252.10

266.01

199.17

2018

16697

23867

23577

缺数据

缺数据

缺数据

256.35

232.53

1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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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污染。沿海南部地区也随之效仿，将粤港澳作为轴心，通过
生产、生活污染物的跨省域协同治理，积极开拓珠江—西江—闽江生态经济带，成为绿
色集约发展的战略高地。相比于沿海中部、南部地区，沿海北部地区的京津冀与辽宁、
山东间缺乏紧密协作，环渤海省市并未实现联防联控，污染型企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京
津迁出寻求污染避难所的现象依然存在，加之社会公众对绿色发展的参与度不高，波特
假说效应未能充分释放，因此单位产出污染物减排依然面临较大压力。

4 新时代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路径

根据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原点与逻辑主线，在把握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现状、特征、
突出问题的同时，为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引领作用，应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
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东风，不失针对性地从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
色发展四大领域入手，在保证沿海地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助力高质量发展，增进新
常态下人民的满足感、获得感。
4.1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沿海地区面积广阔，内部差异明显，难以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条完整的高质量经济
带。鉴于此，沿海北部地区应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带动，加快构建环渤海经济带，提高
黑龙岗、鲁西经济发展质量；沿海中部地区需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导向，改变苏北、浙西
相对落后的现状，使江浙沪成为锻造充满活力的长江经济带的龙头；沿海南部地区当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辐射带动泛珠三角高质量发展，缩小同闽西、粤北、桂北间
的差距。遵循上述思路，我们将打造出全世界规模最大、高质量发展程度最高的沿海经
济带。

要通过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带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遵循以下4点思路：① 以
结构优化与空间重组为引领，实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升级战略；② 以产研融合
与园区营造为驱动，推行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自主创新战略；③ 以贸易相通与制度创
新为抓手，设计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对外开放战略；④ 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为核
心，形成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文明战略。

表3 2012—2017年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
Tab. 3 Emissions(production) of pollutants per unit of output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7

类型

废水

废气

废渣

指标

单位产出废水排放量
(t/万元)

单位产出SO2排放量
(t/亿元)

单位产出烟粉尘
排放量(t/亿元)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
物产生量(t/亿元)

地区

沿海北部

沿海中部

沿海南部

沿海北部

沿海中部

沿海南部

沿海北部

沿海中部

沿海南部

沿海北部

沿海中部

沿海南部

2012

9.43

11.37

14.87

33.79

16.95

18.44

21.24

7.20

9.68

7119.26

1550.40

2378.01

2013

8.74

10.36

13.56

29.36

14.67

15.96

19.48

7.55

9.03

6260.41

1442.24

2210.20

2014

8.59

9.63

12.83

26.29

12.94

14.28

27.98

9.98

11.20

5988.97

1349.95

1715.88

2015

8.54

9.26

11.97

23.97

11.18

12.32

23.65

8.00

8.93

5580.32

1234.74

1505.81

2016

7.73

8.30

10.70

15.28

5.97

5.76

17.43

4.80

6.08

4863.69

1151.12

1312.32

2017

6.88

7.38

9.40

10.23

3.68

4.16

11.30

3.51

4.56

4882.59

1076.73

1293.70

注：限于数据可得性，未分析2018年的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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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新时代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以下四方面。

4.2.1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国民经济完成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过渡的重要一环。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为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缩小与发
达经济体的差距，沿海地区应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第一，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双轮，共同驱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沿海北
部、中部、南部地区分布有京津唐、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制造业基地，是夯实沿海地区
国家制造业中心地位的主要抓手。三大制造业基地都应积极运用先进技术，不断创新管
理模式，大力发展以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高
端制造业，并将其定位为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柱产业。对尚处于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关
键时点的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而言，在持续增加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优质生产要素投
入的同时，还需要连同沿海中部地区构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互补机制，克服制造业全要
素生产率不高的突出问题，进而巩固沿海地区国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
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沿海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制造业，成为高质
量发展的拉力。鉴于此，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要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
务业并重，重点扶持以金融、现代物流、信息网络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文化旅
游、商业贸易、居家养老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塑造完备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沿
海地区还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高地的区位优势，引导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跨界融
合，协同增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外部性。此外，根据中共“十
九大”报告的精神，沿海地区还应将陆上产业同海洋产业相对接，以陆海统筹战略指导
高质量发展。

第二，有序引导制造业梯度转移，重塑生产力空间布局。作为助推生产力重组的有
效途径，制造业梯度转移能通过化解要素与产业的空间错配消除优化全要素生产率面临
的障碍，从而释放各地区的竞争优势，共同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进军。在区域产业实
力不平衡的现实情况下，各地区适合发展的主导产业不尽相同，成为制造业跨区域梯度
转移的现实基础。就京津唐、长三角、粤港澳三大沿海综合性国家制造业中心来说，新
型钢铁、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已成为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战略重心，以
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不再，应当通过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积极
引导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达到环境质量标准的相关产业分别沿着“南下”“西
进”“北上”的路径向内陆地区迁移，谨防制造业向海外过度流失，助力高质量发展。在
沿海三地区中，沿海北部、南部地区传统制造业的比重高于沿海中部地区，是顺利推进
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决胜点，需要针对性更强、优惠力度更大的规划性文件作为保障，谨
防出现木桶效应，持续改善全要素生产率。
4.2.2 激发创新活力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不竭动力。为
进一步强化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补齐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创新能力短板，
需要发挥创新要素与创新平台对激发创新活力的支撑作用。

其一，从微观层面看，充分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产学研一体化进程。
2018年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排行榜显示，近90%的百强创新企业汇聚于沿海地区，是激发
沿海地区创新活力的微观主体。为此，要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机制，通过税收
减免、加速折旧、盈亏相抵、延期纳税、信贷支持等优惠性措施，为创新企业提供丰富
的资金、人才要素支撑，催化创新成果在生产实践中的转化应用，使创新企业永葆核心
竞争力。在沿海三地区中，沿海中部地区创新企业的集中度要高于沿海北部、南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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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正外部性更强。要真正补齐沿海北部、南部地区的创新能力短板，就应将丰裕的资
金、优质的人才配置到当地的骨干企业中去，让更多企业迸发出跻身百强创新企业的潜
能，形成沿海三地区创新企业“你追我赶”的良性竞合状态。创新不能仅依靠企业自
身，还需要同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联动机制，以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为空间载体，通过产
学研一体化带动高质量发展[25]。不同于百强创新企业的空间分布，沿海北部、中部、南
部地区高校与科研院所数量大体相当，是产学研一体化坚实的组织基础，为激发区域创
新活力提供契机。一方面，企业应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人才培养提供创新创业基地，不
仅能让创新型人才更具实操能力，也能为自身储备丰富的潜在人力资本，从而更加顺利
地开展创新实践；另一方面，高校与科研院所应当密切同业界的交流，更精准地把握企
业创新诉求，开发契合市场需要的专利产品，引导专利成果向业界转移。

其二，从宏观层面看，改善创新综合试验区的空间布局，实现“普遍沸腾”。作为知
识、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和要素的集聚地，创新综合试验区是区域创新网络的基本空
间单元，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新时代背景下沿海地区要积极借鉴北京中关村
科学城、上海张江高新区“一区多园”管理模式、广州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四区合一”
运营模式的成功经验，提升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高新区的层次，通过深化创
新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实践有效解决沿海北部、南部地区创新能力偏弱的突出问题[17]。更
具体地，分区域而言，沿海北部地区应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创建数字
智能雄安新区；沿海中部地区在整合上海张江、苏南、杭州、温甬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同
时，需增进同苏北、浙西的创新关联，铸成长三角创新共同体；沿海南部地区应将有效
专利数突破百万件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龙头，激发珠江—西江—闽江经济带的创新潜
能，尽快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健康轨道。在不远的将来，沿海地区将成为中国的黄金创新
地带，有效带动内陆地区的高端化创新，以“普遍沸腾”不断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4.2.3 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为降低沿海地区高质量
发展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应从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力，以更强的经济韧
性化解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

第一，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移步至国际分工价值链中高端。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一
线，沿海地区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重点发展以中低端产品
为主的加工贸易，成为世界工厂，这一时期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总量扩张带动经济社会
发展。21世纪以来，在劳动力供给减少、土地价格上涨等多重约束下，传统加工贸易的
优势不再。在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历史时期，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冲击，沿海北部、
中部、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波动明显。为在经济全球化逆流中化危为机，沿海地区在发
挥要素禀赋优势的同时，都应继续将积极有为的自主创新作为第一要务，调动域内华
为、华虹、奇虎、大疆等百强创新企业的积极性，并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加速移
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大型飞机、超级计算机等高附加值产品进驻国际市场的步伐，
刺激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持续增长，努力移步至“微笑曲线”两端，开拓高质量发展的新
格局。遵循上述思路，沿海北部、南部地区进出口贸易相对滞后的局面将得到有效改
观，将与沿海中部地区齐头并进，勇立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头。

第二，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保障开放型经济行稳致远。为助力“引进来”与“走
出去”高质量发展，沿海地区应逐步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试点范围，沿海北部的秦皇岛与
烟台、沿海中部的宁波与温州、沿海南部的湛江与北海等开放城市可作为具体选址。在
增设自由贸易区试点的同时，沿海地区还需革新自由贸易区的微观制度设计，完成由外
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转型。为此，一方面，创新沿海自由贸易区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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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以“单一窗口”“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为核心的监管服务改革，通过现代信息
技术简化检验检疫、审批通关流程，为进出口贸易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最大限度的
便利，促进前沿创新成果的跨国共享[26]；另一方面，沿海自由贸易区要建立外商投资负
面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集中力量突破“准入不准营”的瓶颈，为外商资本顺利进入提
供有效渠道。在沿海三地区中，沿海中部地区最先获得自由贸易区试点权，是沿海北
部、南部地区自由贸易区制度供给创新的可靠范本。通过理性借鉴沿海中部地区的有益
经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将迈上新层次。
4.2.4 深化生态文明建设 为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以高质量发展助
推生态文明建设。沿海地区需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到生产生活实践
中，在集约利用资源要素的同时，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尤为关键。

其一，注重循环生产，从供给侧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对于钢铁、化
工、建材、冶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而言，可通过就地绿色技术改造，释放环境规制
的波特假说效应，继而更好地构建沿海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巩固沿海地区绿色发
展示范窗口的地位。目前，沿海北部、中部、南部地区的天津临港工业园区、上海化学
工业园区、福建泉港石化工业园区等多家产业园区依靠节能减排技术的持续革新，被划
定为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单位，探索形成了集“回收—再利用—设计—生产”于一体的
闭环。通过推广循环生产模式，不仅能成功实现对资源要素的高效利用，还将有效降低
上下游生产环节的污染物排放量与产生量，是新时代调和沿海地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与生态效益的高质量蓝本。特别是对于废气、废渣排放量与产生量最高的沿海北部地区
来说，大力推行循环生产的新型模式是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重中之重，事关沿海地区能
否担当绿色发展示范窗口的时代使命。另一方面，对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门
类来说，跨区域梯度转移是关键。在此过程中，需同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相对接，遵守
《产业转移指导目录》等政策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合理圈定各省（区/市）转入与转出产
业的主要门类，坚决避免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由沿海向内陆的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
转移，防止内陆地区沦为污染避难所。

其二，倡导绿色生活，提高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随着沿海地区居民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对优质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也不断增强。为此，要发挥社区团
体、公共媒介在宣传绿色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作用，培养民众的环保责任意识与绿色消费
习惯，倒逼社会生产模式高质量转型升级。沿海北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低于沿海中
部、南部地区，但三地区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却大体相当。为此，沿海北部
地区应努力学习沿海中部、南部地区的经验，通过创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确保社会公众
切身参与到环保标准制定、环保制度设计、环境监督评估的过程中去，坚决避免污染物
超标准排放，与沿海中部、南部地区一道，形成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合力 [27]。进一步
地，为广泛筹措资金与技术，在坚持沿海地区政府部门主体作用的同时，可尝试性通过
BOT、PPP等方式，将环保项目的经营权移交至民间组织、专家、学者，高质量共建绿
色环渤海湾、绿色长三角、绿色泛珠三角，提升沿海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的整体层
次，筑牢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果。

5 结论与讨论

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新时代背景下，只有认清沿海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现状与特征，聚焦沿海地区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明确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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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才能形成科学的路径构想，使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具体路径包括：① 沿海地区在以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为双轮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还需有序引导制造业梯度转移，重塑生产力空间布局；② 沿海地区要充分尊重企业
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产学研一体化进程，积极改善创新综合试验区布局，实现“普遍
沸腾”；③ 沿海地区亟待深入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完善自由贸易区建设，从而保障开
放型经济平稳推进；④ 沿海地区应坚持循环生产与绿色生活并重，从供给侧发力巩固生
态文明成果，提高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

学界要达成关于高质量发展基本逻辑及其科学问题属性的共识尚需一段时间。众多
学者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变异特征，或借助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现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然而，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刻画高质量发展水平虽然简单直
观，但却掩盖了背后深刻的现实原因；构建指标体系不可避免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现有文献关于高质量发展具体指标的选取也不尽相同，但很难说哪一套体系更合适，并
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指标体系。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最为强劲的沿
海地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光荣使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承前启后的
牵引力。通过本文的研究，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构想将更加清晰，为“十四五”
时期中央与地方性规划的编制提供了价值参考。更为重要的是，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战
略重心的地位将得到有效巩固，最终带动内陆地区与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生动绘制
了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蓝图。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质量发展都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焦点，如何将质性研究与定量分析恰当结合，共同服务于国家重大方
针政策的研判，将成为亟待关注的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Fan Jie, Wang Yafei, Liang Bo.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regul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2): 2437-2454. [樊杰, 王亚飞, 梁博.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与调控. 地理学报,

2019, 74(12): 2437-2454.]

[ 2 ] Fan Jie, Wang Yafei, Wang Yixuan. High 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d on geographical units: Discuss on

the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prioriti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mpared 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1): 1-11. [樊杰, 王亚飞, 王怡轩. 基于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 兼论黄河流

域同长江流域发展的条件差异及重点. 经济地理, 2020, 40(1): 1-11.]

[ 3 ] Jin Bei. Stud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8(4): 5-18. [金碚. 关于

“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 5-18.]

[ 4 ] Liu Jianguo, Li Guoping, Zhang Juntao,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of economy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69-1084. [刘建国, 李国平, 张军涛, 等. 中国

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69-1084.]

[ 5 ] Liu Hao, Ma Lin, Li Guoping. Dynamic pattern and its factors of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4): 880-891. [刘浩, 马琳, 李国平.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20, 39(4): 880-891.]

[ 6 ] Li Ruzi, Liu Yaobin, Wang Wengang, et al. Spatial- temporal evolution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dentification of area probl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9): 1475-

1482. [李汝资, 刘耀彬, 王文刚, 等.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分异及区域问题识别. 地理科学, 2018,

38(9): 1475-1482.]

[ 7 ] Jian Xinhua, Nie Changfei. Measurement of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1978-2018. Economist, 2020(6): 49-

58. [简新华, 聂长飞.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1978—2018. 经济学家, 2020(6): 49-58.]

[ 8 ] Chao Xiaojing, Ren Baoping. The fluctu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1, 46(4): 26-40. [钞小静,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

经济研究, 2011, 46(4): 26-40.]

[ 9 ] Wei Min, Li Shuhao.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292



2期 孙久文 等：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8, 35(11): 3-20. [魏敏, 李书昊.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测度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11): 3-20.]

[10] Lu Dadao. Moderate-speed grow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0): 1207-1219. [陆大道. 中速增长: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地理科学, 2015, 35(10): 1207-1219.]

[11] Gao Peiyong, Du Chuang, Liu Xiahui,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 new framework.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9, 54(4): 4-17. [高培勇, 杜创, 刘霞辉, 等. 高

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一个逻辑框架. 经济研究, 2019, 54(4): 4-17.]

[12] Gao Peiyong. Comprehending, grasping and promot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9(8): 3-9. [高培勇. 理解、把握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学动态, 2019(8): 3-9.]

[13] Zhang Junkuo, Hou Yongzhi, Liu Peilin, et 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requirements and strategic path.

Management World, 2019, 35(7): 1-7.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等.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 管理世界,

2019, 35(7): 1-7.]

[14] Wei Houkai, Nian Meng, Li Le.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olic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0(5): 5-22. [魏后凯, 年猛, 李玏.“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 中国工业

经济, 2020(5): 5-22.]

[15] He Qufu, Liu Youjin. A study on the features and tread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mong regions of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tatististical date during 2000-2010.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12): 85-90. [贺曲夫, 刘友金. 我国东中西

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趋势: 基于2000—2010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地理, 2012, 32(12): 85-90.]

[16] Gao Lina, Wei Ping. Empirical study of changes in spatial structur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 China between 2003

and 2009.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2, 31(1): 84-91. [高丽娜, 卫平. 中国高端制造业空间结

构变动的实证研究: 2003—2009. 工业技术经济, 2012, 31(1): 84-91.]

[17] Wang Hai. Innovative growth poles in coastal areas are lead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15(4): 49-53. [汪海. 沿海创新增长极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现代经济探讨, 2015(4): 49-53.]

[18] Hou Chunguang, Cheng Yu, Ren Jianlan,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capacity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10): 1206-1217. [侯纯光, 程钰, 任建兰, 等. 中国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其

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10): 1206-1217.]

[19] Ma Li. Gre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Chinese coastal areas based on coupling typ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8): 1587-1598. [马丽. 基于产业环境耦合类型的沿海地区产业绿

色转型路径研究. 地理研究, 2018, 37(8): 1587-1598.]

[20] Li Lanbing, Liu Binglian. Prospect for major issues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5): 36-51. [李兰冰, 刘秉镰.“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展望. 管理世界, 2020, 36(5): 36-51.]

[21] Mao Qiliang, Dong Suocheng, Wang Fei, et al. Evolv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4): 435-448. [毛琦梁, 董锁成, 王菲, 等. 中国省区间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 地理学报,

2013, 68(4): 435-448.]

[22] Zhang Liao, Wang Junjie. Servitization: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the coordinated upgrading of four chain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2018(5): 60-69. [张辽, 王俊杰. 我国制造业“四链”

协同升级的一个现实途径: 服务化转型.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5): 60-69.]

[23] Meng Guangwen, Wang Yanhong, Du Mingming, et al.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Shanghai free economic

zon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5): 1-10. [孟广文, 王艳红, 杜明明, 等. 上海自由经济区发展历程与启示. 经济

地理, 2018, 38(5): 1-10.]

[24] Chen Lin, Xiao Qianbing, Zou Jingtao. Policy Bonu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ree trade zone. Economist, 2019

(12): 46-57. [陈林, 肖倩冰, 邹经韬.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政策红利. 经济学家, 2019(12): 46-57.]

[25] Zhong Weijun, Mei Shue, Xie Yuanyuan.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s for the industry- university-

institute cooperation. China Soft Science, 2009(8): 174-181. [仲伟俊, 梅姝娥, 谢园园. 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模式分

析. 中国软科学, 2009(8): 174-181.]

[26] Wang Xiaoli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free trade por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Economist, 2019(3): 60-70. [王晓玲. 国际经验视角下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路径

研究. 经济学家, 2019(3): 60-70.]

[27] Song Yan, Zhang Ming. Public cogni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the path to realize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28(8): 161-168. [宋妍, 张明. 公众认知与

环境治理: 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8): 161-168.]

293



地 理 学 报 76卷

Path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SUN Jiuwen, JIANG Zhi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key measure to overcome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nd join the advanced economy.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astal area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ballast of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center of national
manufacturing, the frontier zone for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the pacesetter for
constructing an open economy, and the demonstration window for green development. With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coastal areas will effectively drive the
hinterland areas to the right track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form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haping a new pattern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quo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coastal area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outstanding problems of coastal areas as a whole
and th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five aspects of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ength, innovation ability, opening up and
green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realistic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of targete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s are designed. In the new era, coastal
areas should grasp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nstruction, follow to improve industry core competitiveness, mobilize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build high-standard open economy, deepe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by combining
strategies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opening up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y the method of working in concert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coastal areas, the leading role of coastal areas can be consolidated.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astal areas; highlight problem; path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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